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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是一种守护人心的力量，正如儿
童剧《遇见星海》中唱的那样：“你问音乐像
什么，我说它像一束光，有时阳光般热烈，有
时星光般安详，它能穿透人们的心灵，激荡
起情感的波浪。”这是一部情感饱满、叙事流
畅、意境悠远的戏。全剧以抗日战争时期五
个流浪的孩子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
相遇、相识、相知为线索，运用符合儿童接受
心理的舞台形式，大量使用民歌小调、冼星
海原创乐曲等音乐元素，讲述了一场艺术与
成长的“双向奔赴”。创作者妥帖地处理了
史与诗、情与理、事与人的关系，把思想内涵
与艺术对人性的深广开掘相贯通。

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

《遇见星海》是一部新意满满的作品，在
我看来，这也是其最吸引人之处。而这一艺
术效果的实现，首先应归功于编剧的开拓。
延安，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圣地，也是
文艺史上的精神高原。该剧原型人物冼星
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
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
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
中国的发扬地。”在《遇见星海》之前，以冼星
海以及他的《黄河大合唱》为题材的文艺作
品不可谓不多，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果更是
汗牛充栋。在这种情况下，编剧独辟蹊径，
以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对历史和人物
进行个性化的艺术解读，通过五个孩子的眼
睛和心灵，再次塑造了冼星海的舞台形象，
引导着观众从别样的角度，完成了对音乐家
美丽心灵的探访之旅。

在《遇见星海》的舞台上，我们遇见了这
样的冼星海：他是高扬理想主义的音乐家，
仰望星空，获得启迪，用星星的微笑驱散一
切忧愁；他是心系民族命运的文化人，辛勤

“笔耕”，振奋民众精神，凝聚救国力量；他是
为艺术而生的人，全身心沉浸在音乐世界
里，心心念念，唯有创作；他又是传播爱和希
望的人，和孩子们一起向干扰创作的公鸡抗
议，给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童年故事，把每个
孩子视为“国家的宝贝”……记得从延安走
来的音乐家李凌曾说：“星海创作的光和力，
星海的创造奋斗的精神足以慑服所有的

人。”时隔八十多年，《遇见星海》让我们重新
领略了这个纯粹的、充满光和热的音乐家的
魅力风采，再一次感受到贯注了真善美的音
乐所具有的感人力量。

“让你们可以有别的选择”

孩子的世界有着自己的秩序。优秀的
儿童剧总是善于以隐喻、象征的手法叙事明
理，使戏剧的语言语法与孩子世界的逻辑相
契合，从而让向上向善的理念成功浸润小观
众的心田。

《遇见星海》便是如此。剧中的五个
孩子，年龄从7岁到13岁，三个男孩，两
个女孩，分别来自陕甘宁、晋察冀、东北、
江南、河南等地，大体覆盖了抗战烽火燃
烧的地域。五个孩子身世各不相同，有孤
儿，有流浪儿，还有革命遗孤，当他们唱着
自己的经历出场，一幅抗战岁月里中国儿
童的群像跃然眼前。孩子们的名字弦子、
二娃、小鼓、小笛、小宝，大都和民乐相
关。按照剧中的设定，小笛的父母是地下
交通员，她的笛子曾经承担传递信号报平
安的重任；二娃是四处流浪的孤儿，得到

“八路哥”的收留，他手里的胡琴以及拉胡
琴的本事就得自“八路哥”的传授；弦子是
卖艺人家的后代，会唱老腔会拉弦，还耍
得一手好皮影戏。这些孩子连同他们手
中的乐器，既诉说抗战与革命的延续，也
代表了民族艺术血脉的传承。全剧的结
尾，当他们在冼星海的指挥下，操着各自
的乐器加入《黄河大合唱》的演奏，象征的
正是中国音乐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
进程及成果。

更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些艺术手法的

加持下，《遇见星海》不仅以少年儿童乐于
接受的方式讲述了《黄河大合唱》的故事、
冼星海的故事、延安的故事，引导小观众
从中感受艺术家的人格、音乐的力量，而
且潜移默化地渗透了一些更具普泛意义
的价值观念。比如，弦子的亲人在日本鬼
子轰炸中惨死，家传的老腔班子只剩他一
人，血海深仇让这个孩子一直被恐惧和噩
梦所纠缠，幼小的心灵极有可能困于复仇
的囚笼。而冼星海告诉弦子：“不要被自
己的愤怒和恐惧困住了！只要你想，你就
一定可以改变。”“大人们去打仗，就是为
了让你们——可以有别的选择。”应该说，
这些借冼星海之口表达的思想观念超越
了一时一域，具有人类意义和现代价值，
拓宽了剧作的思想格局，相信会给当下的
小观众以更深远的精神指引。

孩子与冼星海的互相成就

成长是儿童剧的永恒主题。《遇见星
海》的成功，还来自于以巧妙的互文结构对
成长主题的展开。在剧中，1939年春夏之
间，五个孩子演奏着民族乐器，寻找抗敌之
路；音乐家冼星海感受着抗敌的脉搏，寻找
着音乐民族化之路。在延安，他们相互遇
见、互相成就。

一方面，自称为“桃园五结义”的五个孩
子与冼星海的“遇见”，促进了孩子们的心智
成长。起初，这些饱尝战争之痛的小家伙，

一心只想着上前线，拿起枪炮，抗击侵略者，
报仇雪恨。当他们遇到冼星海后，音乐家告
诉他们：在这场全民族抵抗侵略的斗争中，
每个人的作战武器不一样。把手里的民间
乐器用好了，比枪炮还厉害。这些话在孩子
心中播下了新的艺术火种，也让他们获得了
一次人生启蒙，从此生命中有了照亮希望的
灯火。如果我们再联想到，这群以乐器为名
的孩子，年纪虽小，却已能颇为熟练地操控
乐器，还会发现，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音乐本
就象征着一种源自自身的力量。在这个意
义上，《遇见星海》为当代小观众揭示了一个
更加深刻的道理：发现自己的“小太阳”，激
发属于自我内在的力量，才称得上真正的成
长，才能真正发光发热、担难担重，照亮他
人，照亮四方。

另一方面，五个孩子的天真之眼、赤诚
之心，又促使冼星海重新认识音乐，更加坚
定地把创作深植于脚下的土地。剧中有这
么一个片段：孩子们听到鲁艺音乐系的学生
合唱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我们
的热血地伯尔河似地奔流，任敌人的毒焰胜
过科利色姆当年的猛兽……光明已经射到
古罗马的城头”，他们不解地问冼星海，地伯
尔河在哪里，是否比黄河还长？光明射到了
古罗马的城头却为何没照进他们的窑洞？
在孩子那里，这些问题或许只是关于地理知
识的疑惑，但给了冼星海极大的触动，击中
他延安时期艺术创作的褃节儿，驱使他以更
大的心力投入关于中国人民母亲河的音乐
创作，努力以新的民族音乐，唱出人民心底
的歌，让全世界听清中国的声音。我想，对
那段历史稍有了解的观众，看到这里，应该
都会赞叹：编剧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形
象地勾勒出了现代中国文艺之河流经延安
时的转变轨迹。

今年西安儿童艺术剧院奉献出《遇见
星海》这部诚意之作，让五个孩子在延安遇
见了星海，也让观众在舞台上重新遇见了延
安。“星光能够抚慰人心，音乐可以治愈灵
魂”。这部作品让我们共同在阅读过往中感
悟历史，在怀念先贤中重温青春，看到了八
十年前的延河之滨、宝塔山下，点点星光汇
聚成理想的熊熊热火，也看到了音乐的力
量、艺术的力量，如灿烂星海，照亮人心，无
远弗届。 供图/西安儿童艺术剧院

当孩子遇见冼星海：
一场艺术与成长的双向奔赴

莎士比亚的剧作源源不断
地为全球范围的影视和戏剧提

供养料之外，他的生平近些年也成
为不少创作者的灵感来源。斩获
第7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奖项的

《莎翁情史》、BBC为纪念他诞辰400周
年推出的英剧《新贵》、爱尔兰正点剧

团 2019 年献演于香港艺术节的话剧
《哈姆尼特——莎士比亚之子》等，均用
虚实结合的手法，展现这位大剧作家的
传奇人生。

这些作品“还原”莎士比亚经历的同
时，不敢忘记他的神坛地位。即使在以
他早夭的儿子为主角，带有悲情色彩的
《哈姆尼特——莎士比亚之子》中，他的
形象也是文学成就非凡的大师，而非伤
心欲绝的父亲。

与它们相比，去年在北京首演时形成
口碑效应的话剧《威廉与我》（世纪华鹏
制作，田晓威、朱珠编剧，田晓威导演），
虽然也是为莎士比亚作传，但却让他走
到了人间，成为既与芸芸众生没有区别，
又与作为戏剧创作者或观众的“我”关系
密切的普通人“威廉”。400多年前他作
为一名“伦漂”，渴望用双手闯出一番天
地的心理，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众多“京
漂”。他面临的演出与创作环境虽然不
尽如人意，但对戏剧始终保有热爱，也一
直在坚持写作，则让中国的戏剧乃至文
艺创作者深有共鸣。

话剧《威廉与我》开场，李梅、张懿
曼、杨柳与田晓威饰演的四名剧场工作
人员，以既是故事讲述者又是角色扮演
者的身份，带领观众走进威廉的童年：他
五岁那年因为误闯斯特拉福德市政厅的

舞台，与戏剧正式结缘。随后，四位演员
由始至终保持着既是旁观者又是剧中人
的双重身份，以跳进跳出的间离手段，一
边讲述一边演绎莎士比亚的个人成长与
创作史。

青年时期，他身为皮革商的儿子，告
别故乡的父母与妻女，独自来到伦敦闯
荡，想在戏剧圈占有一席之地；人到壮
年，他如愿以偿获得成功，成为继《帖木
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等剧作的
作者克里斯托弗·马洛之后，伦敦甚至英
国最红的剧作家，创作了多部合乎权贵
或民众需求的历史剧与喜剧；中年阶段，
他在剧场界的地位，逐渐被本·琼斯等后
起之秀取代，创作转向悲剧；行至暮年，
他回到斯特拉福德的老家，离世之前写
了几部传奇剧。

该剧讲述莎士比亚的生平典故与重
要创作的同时，亦用诙谐的笔触勾勒出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变幻莫测的社会环
境，让历史情境与当下世界发生奇妙的
映照关系，可谓专业性、艺术性与趣味性
兼备。剧中伦敦的剧场因为瘟疫停摆，
大量从业者跟着失业，台上的角色应对
1665年在伦敦肆虐的腺鼠疫时，或戴上
鸟嘴罩，或声称打了疫苗，或对以剧场为
代表的公共场所消毒，让台下戴着口罩
看戏，进场之前出示过健康码、测量过体
温的观众不免苦笑。

但这些对该剧而言，只是锦上添花的
点缀。作为一部体量庞大、台词密集、结
构复杂的原创作品，话剧《威廉与我》时
长近三个小时，与莎翁有过交集的人物
则多达三十多个，演出时能将观众牢牢
吸引，源于演员表演与导演手段、舞美道

具、服装造型的相得益彰。
四位演员像英国戏剧《雷曼兄弟三部

曲》中诠释了雷曼家族三代人、七十多号
人物的三位戏骨一样，借助包括衣帽在
内的大大小小的道具，通过灵活多变、分
工有序并且不失幽默的方式，完成了对
于包括不同时期的莎士比亚在内的所有
角色的演绎，把可考史料与逸闻轶事共
冶一炉，犹如一幅徐徐打开的卷轴画般，
呈现出清晰的时间与事件脉络。

不过史料的丰盈，并没让该剧成为一
部莎士比亚的“迷弟”献给偶像的致敬之
作。剧中的细节无论是有据可考，还是
纯属创作者的大胆想象，均是用来表达

“一出戏应该为谁而写”主题的材料。这
让这部披着古典外衣的传记剧，比许多
打着“现实主义”旗号实则与现实相距甚
远的话剧，更具现实意义。

莎士比亚声名鹊起之前，英国市面
上流行的戏剧，多是为王室与教会服务
的道德剧与宗教剧，旨在教化观众。不
过这类戏剧盛行的必然结果，是普通观
众越来越不买账。剧里与莎士比亚亦
师亦友的马洛的剧作《浮士德博士的悲
剧》演出时，便因其中的博士、魔鬼、主
教等人物都是爱讲大道理的哲学家，被
陪同权贵们前来看戏的众学徒嫌弃。
马洛与莎士比亚据此展开讨论，师父认
为戏就应该写存在于剧作家头脑中的
真理，徒弟却觉得戏需要与具体的人、
幽微的人性发生关系，直观反映人们内
心的欲望，拉近与平民阶层的距离。当
马洛问莎士比亚一出戏究竟写给谁时，
对答案不甚清楚的他回答称，可以写给
看戏的、演戏的、买戏的，但唯独不能像

马洛一样写给自己。
坚持为自己写戏的马洛，后来对于真

理的追求，由戏里的说教延伸到戏外的
求索，公开批评了女王与教会的一些作
为。此种碰触世界天幕的行为，让马洛
付出生命的代价。见证马洛惨死过程的
莎士比亚，似乎越发明白，剧作家不能为
自己写戏。

不为自己只为观众写戏的莎士比亚，
从首部历史剧《亨利六世》开始，接连凯
歌高奏，作品得到上至女王下至乡野村
夫的一致推崇，更为平民家族拿到了原
本贵族才能拥有的家徽，可谓在世俗层
面取得巨大成功。

但是作为剧作家，他真的获得成功了
吗？正如该剧临近尾声时，琼斯与当时
另一位正当红的年轻剧作家所讲，莎士
比亚的处女作《亨利六世》当年造成万人
空巷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的天赋才
华征服了观众，而是由于教会封停了伦
敦所有的剧场，大主教只批准了这一部
戏免费公演。他后来的《理查三世》《仲
夏夜之梦》等历史剧与喜剧被观众追捧，
也与剧作品质无关，只是因为喜欢它们
的女王引领了观众的喜好。而《李尔王》
不被观众待见的根源，也不是由于他丧
失了写作的才华与激情，仅是因为女王
死了，新国王不喜欢他。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莎士比亚在他
所处的时代，没能成为例外。

好在，他从时代的宠儿变成时代的
弃儿之后，想起昔年马洛的发问，对“一
出戏应该为谁而写”展开新的思考，写作
上发生明显的变化。剧作类型由历史
剧、喜剧转向悲剧、传奇剧之外，内容方

面注入他对于人生终极问题
的思考。

诚如话剧《威廉与我》所揭示
的，莎士比亚早年间写作《罗密欧与
朱丽叶》《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等
剧本时，也许融入了他的一些经历。
但这些经历，比如剧院经理付给他一镑
稿酬、他穿上黄袜子“勾引”混血女子尤
娜等，即便是真的，充其量不过是为剧本
中的人物提供行动的依据。他中后期创
作的《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等剧
作，与死亡、宿命、背叛等有关的核心主
旨，却关联他真实的生命体验。儿子的
夭折、父亲的去世、妻子的出轨等事件，
促使他为“写作”两字重下定义。名字与
他那将生命永远定格在11岁的儿子“哈
姆尼特”只有一字之差的“哈姆雷特”身
上，寄托了他作为父亲的哀思，也承载着
他作为剧作家的思想。

先后为大主教、女王、伯爵等人写过
戏的莎士比亚，在事业失意之时，考虑过
要不要迎合观众时下的口味，创作一些大
女主剧、甜宠剧或悬疑剧（显然这是对于
中国创作生态的讽刺妙笔），但最终放弃
了类似的想法，蜕变为像马洛一样，从自
身生命经验出发、为自己写戏的剧作家。

他在当时英国戏剧界的地位虽然不
如马洛与琼斯，但岁月证明了他的不
朽。“威廉”超越生活的时代，成为为生活
在世界这座舞台上的整体人类而写戏的

“莎士比亚”。
中国当下的创作者“我”，能从“威

廉”身上获得怎样的启示？借用鲍勃·迪
伦的名句：“答案在风中飘。”

摄影/王霁

戏为谁而写？
“威廉”如何成为“莎士比亚”？◎梅生

◎胡一峰


